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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创新人才政策的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对于当地人才发展和创新水平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分析我国区域创新人才政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探究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的作用规律，本文选取深圳市、苏州市和沈阳市的创新人才政策文本，基于基本政策工具和“系统失灵”两个视角，通过系统化的内容分析和统计，获取“一手”的量化数据，并与三个城市的人才发展与区域创新现状进行对照分析，探索区域创新人才政策与人才发展、区域创新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创新人才政策的总量、政策工具的类别与组合、人才多样性、机构多样性以及系统互动度等指标与区域人才发展、区域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本文为后续相关政策的完善与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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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tional formulation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ve personnel policie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local tal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nnovative personnel policies on regional innov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se policies. We analysis and carry out statistics of regional innovative personnel policies of Shenzhen, Suzhou and Shenyang based on policy tools and "system failure". On the basis of this, we also make a systematical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regional innovative personnel policies and the level of local talents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of theses three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innovative personnel policies, the types and combinations of policy tools, the diversity of talents, the diversity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degree of system interac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advice for policy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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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政策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旨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工具之一。根据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1[]
对创新的定义：创新人才是具有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同时也是能够发现新问题、分析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人才，包括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商业化和产业化、制造生产以及经营管理等各个流程和环节的人才的集合。

自2006年开始全面实施创新人才战略以来，我国各个层次的创新人才政策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形式上都得到了巨幅提升，尤其是各区域的创新人才的政策2[]
，已成为我国创新人才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促进了当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经济新常态”对我国创新人才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对区域创新人才政策进行分析与评价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案，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政策作用的实现依赖于政策制定和实施多项环节，政策文本内容是其中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问题的本质，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本文选取国内三个典型城市：深圳市、苏州市和沈阳市作为研究对象，对三市的创新人才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以点带面”地反映我国区域创新人才政策的现状，并尝试为存在的问题找寻解决措施。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比上述各地创新人才政策的优劣，而在于在对比中找出规律，为完善我国区域人才政策建言献策。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四个具体的问题：上述三个城市现行创新人才政策现状和特点如何？分别存在何种优势和不足？何种创新人才政策是有利于实现创新的？现行创新人才政策需要如何改进？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创新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被决策人员或实践人员所运用，或者有可能被用来实现一个或多个政策目标的手段3[, 4]
。为了激励国家或区域创新，降低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政府可以采用一些政策手段，为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这类用于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被称为创新政策工具5[]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创新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以Rothwell等6[]
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引用率也最高。

创新政策工具的类型与创新模式密切相关。创新模式包括技术推动型、需求推动型和交互作用模型。如图1所示，技术推动型创新模式认为创新是由技术的变革和改进引起的，加大对前端技术投入的供给可以促进创新；需求推动型创新模式认为大部分的创新是由市场需求引起的，对于需求端的相关政策措施可以促进创新；随着研究的深入, 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创新在较大程度上必须在诸多创新机构和主体的交互作用中产生和进行7[, 8]
，Rothwell4[]
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型”，较为准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由技术变革和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现今社会的创新模式，更多的是“交互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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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类创新模式示意图4[]

基于创新模式的这些特点，Rothwell4[]
将创新政策工具分类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供给型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通过对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支持的直接提供，改善相关创新要素的供给，促进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环境型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通过税收制度、财务金融、法规管制等影响创新发展的环境因素，为创新活动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从而间接促进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是政府通过贸易管制与采购等手段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主动开拓和稳定新型产品应用市场，以拉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如图2所示，综合而言，供给型政策工具表现为政策对创新活动的推动力, 需求型政策工具表现为对创新活动的拉动力，环境型政策工具则发挥间接的影响作用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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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类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意义10[]

运用政策工具时要注重政策工具之间的优化组合，即政策工具之间的互动性与协调性，尽量避免各类政策工具自身的局限性，建立以各类政策工具间相互补充为原则的体系11[]
。因此，在创新政策工具的运用和评价方面，亦要关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政策工具的不同效用和优化组合，兼顾三者的平衡。
2.2 区域创新系统与“系统失灵”

区域创新系统由四个层次构成，具体包括由核心企业、供应企业、竞争企业、配套企业构成的企业创新层；大学和科研机构构成的科技研究层；由金融机构、政府、创新创业中介机构等构成的辅助创新层；由文化、政策、制度等构成的创新环境层12[]
。

区域创新系统特征之一是多样性，包括各组成机构、组织和要素的多样性；另一特征是强调各要素之间的互动，通过要素的交流和合作来推动创新过程的开展13[]
。要素多样性的缺乏，组织和机构发展水平的不足，要素之间互动的欠缺，均会造成“系统失灵”14[]
，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畅，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受限。

创新创业中介机构是构成区域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5[, 16]
，其重要功能之一推动区域创新系统内社会网络形成，是区域系统要素互动的催化剂和粘合剂。从世界范围来看，著名的创新高地往往是能够不断激发创新活力的区域创新系统，充满了密集的社会网络，而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中介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7[]
。

在区域创新系统视角下，区域创新人才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从人才政策的层面克服“系统失灵”，包括通过创新人才政策的有效制定提高区域系统的多样性，增强系统内机构、组织和其他要素的互动，从而不断激发系统内的创新活力，最终实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3 相关研究综述

现有关于我国创新人才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选取某个主题为研究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例如刘波等18[]
以“时间”为视角，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政策的变迁及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李锡元等19[]
基于“对比”的思路，分析了国内典型高新区在创新人才政策方面的优劣。第二类是通过访谈或问卷的方式，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相关人员那里获得对政策的评价，例如万玺20[]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海归科技人才创业政策的吸引度、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第三类是根据“产出/投入”的思路，利用一手或二手数据，通过计量的方法对某地区的创新人才政策进行评价，例如张再生和牛晓东21[]
利用DEA方法构建了人才政策评价模型,并使用该模型对天津市近些年来的人才政策进行了绩效评价。

创新政策相关研究方面，国内以苏竣为代表的学者们基于Rothwell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例如，赵筱媛和苏竣9[]
从政策工具的视角, 并结合科技活动特点和科技政策作用领域等因素, 构建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三维立体框架；黄萃和苏竣等22[]
学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风能政策所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计量和分析。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本文认为对区域创新人才政策内容进行分析至少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符合创新政策的分析逻辑；第二，考量创新人才政策的内容是否遵循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规律，能否有效克服“系统失灵”；第三，结合区域人才发展与创新绩效的现状，从对比分析中评价创新人才政策的功效发挥，总结促进或阻碍区域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特点。

3 研究样本选取

本文选择深圳市、苏州市和沈阳市的创新人才政策文本作为分析样本。

深圳市是国内最具创新力的城市，是最吸引海内外创新人才的热土之一。截至2016年，深圳市吸引和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约14万人，累计引进留学回国人员约7万人，累计引进中组部“千人计划”208位，其中创业型“千人计划”27位，累计引进“孔雀计划”团队和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80个。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深圳市多年位居前三名。在2017年上半年中国主要城市GDP排行版中位列第4。

苏州市高层次人才连年保持15%的增长率，总数已达15万人，累计引进留学回国人员约2万人。截至目前，苏州自主申报的国家“千人计划”人才入选总数达229位，其中创业类人才127人，列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苏州连续第三年入选“中国十大引智强市”，是国内地级市中发展最耀眼的城市之一。在2017年上半年中国主要城市GDP排行版中位列第7。

沈阳市是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沈阳市及其周边区域汇集了大量的工业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但这样的先期基础并没有显示出人才优势。近年来，东北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其中高层的、管理层的或者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占了多数。截至目前，沈阳市累计引进的千人计划约30位。GDP增长缓慢，甚至为负。在2017年上半年中国主要城市GDP排行版中位列第35，增速为负。

深圳市、苏州市和沈阳市的发展状态代表了国内不同区域的发展状态，这些发展状态与当地政府实施的创新人才政策息息相关。本文对上述三个城市的创新人才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旨在分析中寻求规律，探索最能促进人才引进、人才创新和区域发展的政策策略，以期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启发和借鉴。

4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23[]
，对目标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以基本政策工具和“系统失灵”两个视角作为分析框架，将各个政策文本中的条款作为基础分析单元进行编码，把与分析框架相符条款编号归入相应的维度进行统计和分析，总结各个地区创新人才政策的特点，并与其创新人才工作与区域发展现状进行对照，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4.1 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本文采用Rothwell, Zegveld以及苏竣等6[, 9]
提出的研究创新政策的思路，将基本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具体到创新人才方面，三类政策工具的具体应用和内容请见表1。
表1 三类创新人才工具的具体解释和内容

	政策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政策工具含义

	供给型
	资金投入
	为创新人才直接提供资金用以扶持科研开发、企业创建等创新活动。

	
	基础设施
	通过提供实验设备设施、公共平台、办公用房以及住房来进行扶持。

	
	教育培训
	为创新人才提供科研和创业工作中所需要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例如创业辅导、企业经营管理培训、法律培训等。

	
	公共服务
	政府为了创新人才工作的顺利开展而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需求型
	政府采购
	政府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购买和消费创新人才创办企业的产品，以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新创企业的成长。

	
	服务外包
	政府各将科技研发或创新等项目委托给创新人才或者其所在机构完成，促进其相关业务的发展。 

	
	贸易管制
	政府通过实施有关进出口的各项管制措施，帮助相关产业的发展。

	
	海外机构
	政府通过采取措施，帮助创新人才或其所在其机构走出国门，加强国际合作、开展国际业务。

	环境型
	目标规划
	政府就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等方面对要达成的目标、远景以及采取的战略方针所做的总体的、定性的描述和设想。

	
	金融支持
	包括融资、贷款担保、贴息、风险投资扶持等。

	
	税收优惠
	包括研发减免、个人减免、税收补贴、税收奖励等优惠手段。

	
	法规管制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措施来规范行业标准、环境保护、合同关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

	
	策略性措施
	为了配合促进创新人才的发展需要，政府制定的制定相关政策，例如落户政策、社保政策、配偶与子女安置措施等。


来源：相关文献的整理汇总6[, 9]

4.2 “系统失灵”维度

“系统失灵”表现在两个方面：创新要素和机构的缺失，多样化不足；要素之间或机构之间互动的缺失。具体到创新人才政策的层面，如表2所示：首先是 人才多样性，可用 “海归与本土”、“研发、产业化与企业”、“高中低层次”以及“个人与团队”等几个指标展现；其次，机构的多样性，可从各类创新机构对应的人才类别来体现，用“产业专业人才”、“企业家”、“公共服务人才”、“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以及“科教文卫”等几个指标展现；最后，区域创新系统互动度，可用 “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来体现，因为 “创新创业中介机构”是区域“互动”文化的桥梁、催化剂和粘合剂，针对这类机构的创新人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区域内的“互动”。
4.3 创新人才政策分析与评价四维模型的建立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创新人才政策分析与评价四维模型6[, 9, 24]
，如图3所示，包括A, B, C, D四个维度：其中A维度为基本政策工具维度；B维度为人才多样性维度；C维度为机构多样性；D维度为系统互动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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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创新人才政策分析与评价的四维模型示意图

5 创新人才政策文本分析

5.1 创新人才政策文本的编码与归类

编码与归类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步骤：首先对已经筛选出的政策文本内容按照“地区编号—文件编号—章节编号—条款编号”进行编码。三个城市的地区编号分别为SHZ、SZ、SHY；文件编号表示该地区的相关政策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由本文随机编号，仅为区分，无特别含义；章节编号表示该章节在政策的位置，由政策本身的章节次序决定；条款编号表示该条款在章节中的位置，亦由政策本身的条款次序决定。例如，苏州市第1份政策文件第4章节第9条的编码为“SZ-1-4-9”。本文的基本分析单元是具体的政策条款，按照上述原则和方法，三个城市梳理出有效的创新人才政策条款分别为133条、152条和56条。然后，根据创新人才政策四维分析框架，将其分别归类，最终形成三个城市创新人才政策文本的分析单元编码分类表。

5.2 基本政策工具维度的统计分析

深圳市、苏州市和沈阳市创新人才政策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的统计分析请见图4。从数量上来看，深圳和苏州相当，远高于沈阳；从政策工具的构成类型来看，深圳和沈阳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最多，苏州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多，三者使用的需求型政策工具均较少。
5.3 人才多样性维度的统计分析

深圳市、苏州市和沈阳市创新人才政策B维度即人才多样性维度的统计分析请见图5-图7。从数量上来看，深圳和苏州相当，远高于沈阳；从政策条款的构成结构来看：深圳和苏州均重视海归人才工作，深圳的政策在海归和本土人才之间较为均衡，苏州针对海归人才的政策条款高于本土人才，沈阳侧重本土人才，对海归人才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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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本政策工具维度的政策条款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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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深圳市人才多样性维度的政策条款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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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苏州市人才多样性维度的政策条款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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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沈阳市人才多样性维度的政策条款统计分析

5.4 机构多样性维度与系统互动度维度的统计分析

系统互动度的评价指标——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的统计包含在机构多样性指标中，因此将这两个维度的分析合并在一起，如图8所示。从数量上来看，深圳和苏州相当，远高于沈阳。从政策条款的构成结构来看，深圳和苏州创新人才政策包含各个类型人才，而沈阳缺少对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和科教文卫人才的关注；深圳关于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和科教文卫人才的政策条款占比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城市。深圳和沈阳关于企业家和公共服务人才的政策条款占比明显高于苏州，但这两个城市在具体的政策内容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深圳关于企业家的政策侧重其创新创业能力，且对各类背景的企业家无差别，关于公共服务人才的政策侧重提升其服务创新创业的能力；沈阳关于企业家的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国企的高管，关于公共服务人才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仍侧重传统的“行政管理”能力。

[image: image5]
图8 机构多样性和系统互动度维度的政策条款统计分析

6 分析与讨论

为进一步研究创新人才政策与区域人才发展和区域创新的关系，针对政策条款总数、基本政策工具构成结构、人才多样性、机构多样性和系统互动度这五个指标，借鉴统计学的相关基本思想进行数据处理，对三个城市创新人才政策的相关特点进行进一步分析，并与区域人才发展和创新绩效相关指标进行对照，以寻求规律，探讨区域创新人才政策制定的有效策略。
6.1 相关指标的进一步数据处理

为使分析过程更加简洁和客观，本文对相关指标进行了进一步数据处理。根据不同的指标的特点，本文采取了不同的数据处理手段。

政策条款总数方面，直接比较三个城市的政策条款总数即可，深圳市、苏州市以及沈阳市的数量分别为133、152和56。为达到更加便捷的效果，按照公式（1）的算法，以最高的苏州市的数值为基准对各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的相应结果分别为：0.86、1、0.37。

基本政策工具构成方面，分别比较三个城市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占比，并同样分别以占比最高的城市的数值为基准进行“归一化”处理。深圳市、苏州市以及沈阳市在基本政策工具构成方面的数据处理结果请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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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为归一化结果数值，xi为组内的任何一个数值，xmax为组内最大的数值，以此为基准进行计算得到相应的结果。

人才多样性和机构多样性方面，针对本文的情况，“多样性”应该为某组指标实际存在的类别数和每类具体指标内部的均衡度综合决定。首先，按照统计学的基本思路，标准差反映了数据的离散程度，标准差越大，离散程度越大。因此，本文选取标准差的倒数来反映每组数据内部的分布均衡度，该数值越大，该组数据内部均衡度越好，具体计算过程如公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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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quil为某组数据的内部分布均衡度，用来衡量改组数据组内的离散和数值大小差别情况，本文中定义为平均标准差的倒数，该数值越大，则表明对应某组数据分布越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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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组数据的标准差；N为某个变量选取的相互独立的指标组别数，例如：人才多样性指标用4组相互独立的指标组别，机构多样性选取了1组指标。

在此基础上，按照公式（3），选取类别数与内部均衡度的乘积，以此来综合反映某个变量的多样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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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ulti为某个变量的多样性程度，nclass为该变量所选取每组指标实际存在的类别数，例如：对于机构多样来说，深圳市的nclass值为5，而沈阳市缺失两个类别，相应的数值为3。

对于人才多样性指标和机构多样性指标，利用公式（2）和（3）计算多样性程度，并利用（1）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相应的结果。计算结果的具体情况请见表5。

6.2 三个城市创新人才政策的特点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和数据结果，三个城市的创新人才政策的特点可以总结如下：深圳市颁布实施的政策数量多，种类丰富，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方面，需求工具和环境工具应用比例在三个城市中排名第一，总体而言各类策工具应用得较为均衡，在“系统失灵”维度，人才多样性、机构多样性和系统互动度方面的政策应用情况在三个城市中均为最佳；苏州市颁布实施的政策数量和种类与深圳市差距不大，但在政策工具方面，供给型政策数量占比在三城市中最高，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比例在三城市中最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比例也不高，在“系统失灵”维度，人才多样性、机构多样性和系统互动度方面的政策应用情况在三个城市中排名第二，但与深圳市有一定差距；沈阳市颁布实施的政策数量和种类在三城市中排名总体较差，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方面，需求型政策缺失，在“系统失灵”维度，人才多样性、机构多样性和系统互动度方面的政策应用情况在三个城市中排名最末，且机构多样性指标中缺失两类机构相关人才的政策，系统互动度为0。三个城市的创新人才政策应用对比情况请见图9和图10。

6.3 创新人才政策与区域人才发展、区域创新的关系探讨

为了进一步分析创新人才政策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规律，本文引入人才发展和区域创新两大类指标，以期从对比中探索三座城市创新人才政策文本内容与区域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如表3所示，人才发展指标包括：常住人口数、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目、“海归”人员数目以及中组部“千人计划”人数；区域创新绩效指标包括：专利情况、高新技术企业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企业数、上市公司数目、新三板公司数目以及领军型重点企业情况。

从汇总表中的各项数据可以看出：深圳市无论在人才发展还是区域创新绩效方面总体表现均为最佳，尤其是在区域创新绩效方面，科技产出（专利情况），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高新技术企业数目和高新技术产值），以及经济活跃度方面（企业数、上市企业数目和新三板上市企业数）均领先于其他两个城市；苏州市在人才发展方面，作为一个地级市来说，已经表现出不俗的业绩，尤其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中组部“千人计划”数量方面（创业类“千人计划”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亦是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但在区域创新绩效方面，与深圳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可见该市在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的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需要改进的空间；沈阳市无论在人才发展和区域创新绩效方面与其他两个城市均存在很大的差距，人才发展情况不佳，科技产出和经济活跃度均远远落后于其他两个城市。此外，从三个城市的领军型重点企业情况也可从另一个视角窥视三个城市的创新发展特点：深圳市的领军型重点企业多为国民耳熟能详高科技企业，苏州市的领军型重点企业大多发源于上个世纪的优秀乡镇企业，高科技的含量应当说是逊于深圳市领军型重点企业，沈阳市的领军型重点企业多为国有重工业企业，三个城市的创新活跃度和经济活跃度在此也可见一斑。

从以上创新人才政策文本与区域人才发展、区域创新绩效的对照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规律：

（1）政策数量和丰富性总体上与区域内人才发展状况和区域创新绩效正相关。很多学术研究和实践表明政策对于国家或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应对“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的有效手段。足够数量和丰富的区域创新人才政策对于当地的人才发展和区域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从数量上看，沈阳市的创新人才政策不及苏州市和深圳市的一半，在人才发展与区域创新各个指标上也有类似的表现。

（2）综合应用各种政策工具，有利于全面促进人才发展与区域创新发展。就基本政策工具层面而言，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各司其职，应当加以综合利用，任何一类政策工具的缺失或比例失调都会带来不良影响。例如，苏州市的人才发展情况较好，人才引进力度大，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人才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为完全转化为“创新优势”，这与该市偏重于供给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不足有关。
表2 深圳市、苏州市、沈阳市的基本政策工具与系统失灵各指标量化结果

	
	分布均衡度
	多样化程度
	归一化结果
	城市

	政策条款

总数
	
	
	0.86
	深圳

	
	
	
	1
	苏州

	
	
	
	0.37
	沈阳

	供给工具
	
	
	0.70
	深圳

	
	
	
	1
	苏州

	
	
	
	0.81
	沈阳

	需求工具
	
	
	1
	深圳

	
	
	
	0.18
	苏州

	
	
	
	0
	沈阳

	环境工具
	
	
	1
	深圳

	
	
	
	0.79
	苏州

	
	
	
	0.96
	沈阳

	人才多样性
	4.87
	9.74
	1
	深圳

	
	3.45
	6.90
	0.71
	苏州

	
	2.39
	4.78
	0.49
	沈阳

	机构多样性
	4.13
	20.64
	1
	深圳

	
	2.75
	13.77
	0.67
	苏州

	
	4.02
	12.07
	0.58
	沈阳

	系统互动度
	
	
	1
	深圳

	
	
	
	0.66
	苏州

	
	
	
	0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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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深圳市、苏州市、沈阳市基本政策工具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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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深圳市、苏州市、沈阳市系统多样性与互动度对比

（3）人才多样性和机构多样性相关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如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任何一个物种的缺失都有可能造成生物链的断裂，区域创新系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多样化的元素和多元化的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激发创新的灵感。深圳市活跃的创新氛围和已逐渐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创新文化，与其在创新人才政策文本方面重视兼顾人才多样性和机构多样性不无关系。
（4）系统互动度相关人才政策有利于促进区域系统各机构和各要素的有机互动，形成“创新合力”。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创新是可以依靠一己之力独立实现的，更何况创新的过程本就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链条，依赖的是“开放式创新”和“协同创新”。本文通过对创新创业中介机构人才的相关政策来反应系统互动度，虽不能全面说明问题，但能从一个视角反映相应区域的系统互动度。深圳市多年来一直重视对创新创业中介机构人才的扶持，是其“区域创新优势”形成的原因之一。

表3 深圳市、苏州市、沈阳市人才发展和区域创新指标对比

	人才发展指标
	深圳市
	苏州市
	沈阳市

	常住人口数
	1 190.84万
	1 064.74万
	829.2万

	专业技术人员
	144.14万
	162.5万
	\

	“海归”人员
	2015年1月：5.5万
	2万
	\

	
	2016年12月：7万
	
	

	中组部

“千人计划”1
	总数：274位
	总数：229位
	总数：约30位

	
	创业类：\
	创业类：127位（全国第一）
	创业类：\

	区域创新指标
	深圳市
	苏州市
	沈阳市

	专利情况2
	申请专利总数：145 294件

其中发明专利：74 043件

授权专利总数：56 336件

其中发明专利：17 666件
	申请专利总数：106 700件

其中发明专利：53 528件

授权专利总数：47 429件

其中发明专利：13 267件
	申请专利总数：52 603件（辽宁省）

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专利总数：12 289件
其中发明专利：2 853件

	高新技术企业数
	4 700家3
	4 133家
	辽宁省：1 541家3

	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3
	1.73亿
	1.54亿
	\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16.74万元
	14.5万元
	8.78万元

	企业数
	150万3
	112万
	9万（吉林省：15万）4

	上市公司数目
	238家
	113家
	24家

	区域创新指标
	深圳市
	苏州市
	沈阳市

	新三板公司数目
	698家
	432家
	31家5

	领军型重点企业
	腾讯、华为、中兴、华大基因、大疆、迈瑞、富士康、万科、海王药业、平安等。
	沙钢、恒力、国泰国际、亨通、波司登、创元投资、盛虹控股、澳洋、金螳螂、华芳、隆力奇等。
	辽宁电力、华晨汽车、沈阳机床、东软、远大等。


注：

（1）数据时间节点：1为截至目前的数据；2为2016年当年数据；3为截至2015年年末的数据；4为截至2013年12月的数据；5为截至2016年3月末的数据；其他若无说明均为截至2016年年末的数据。

（2）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深圳市统计局官网、苏州市统计调查公众网、深圳市人才工作网、苏州市人社局、苏州市科技局、沈阳市统计局官网、沈阳市科技局以及沈阳市人社局等。

7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内容分析为手段，以深圳市、苏州市和沈阳市的创新人才系列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设计分析框架、编码分类、描述统计以及数理计算等研究步骤，详细分析了三个城市创新人才政策的现状与特点，同时与三个城市的人才发展与区域创新现状进行了对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人才政策文本的数量和种类与所在区域的人才发展状况、区域创新绩效紧密正相关；三类基本政策工具作用各异，供给型政策工具与人才引进成效可能关系密切，但“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需要三种政策工具发挥“组合拳”效应；人才多样性和机构多样性相关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系统互动度相关人才政策有利于促进区域系统各机构和各要素的有机互动，形成“创新合力”。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相关区域创新人才政策的制定和不断改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政策作用的发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过程，就政策涉及到的要素来说，至少包括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就政策实施的过程来说，至少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效果评估等环节。因此，关于更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首先，兼顾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实施等多个要素和环节，对创新人才政策进行更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其次，搜集更多城市的样本数据，在大样本的基础上，采用更加精确的计量方法开展研究；最后，没有任何一条政策是可以独立存在而发挥作用的，可对比分析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领域或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结合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特性，从而探索更加科学和客观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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